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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梦境记载的史官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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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梦境记叙与描写是《左传》记事一大特色，其复杂多样在先秦著作中绝无仅有。占梦记梦是早期史官的重 

要职责，《左传》对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梦境记载，由巫史文化特色所决定。《周易》的变通思想使得史官能够改 

变梦境神秘性的思维，从而以正视现实的态度看待“高岸为谷”的历史巨变。周代史官不仅参与礼的制作，还是 

礼的管理者和执行者，通过特殊的“书法”方式捍卫礼是他们的职责，因此，《左传》梦境记载还深受“礼”的 

影响、具有“礼”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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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境记叙与描写是《左传》记事之一大特色，其 

次数之多、行文之细、类型之复杂在先秦著作中绝无 

仅有，以至于招致后世学者诸多非议。晋范宁曰： “左 

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 

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 

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 ” [1](2361) 宋胡安国曰： “事莫备 

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或失之诬,或失 

之乱,或失之凿。 ” [2](784−785) 清冯李骅亦曰： “(《左传》) 
每每描写鬼神、妖梦、怪异之事。 ” [3] 用诸如此类之儒 

学家远离鬼神的眼光看待《左传》，此种批评不能说没 

有道理，但是，抛开狭隘的经、史论争，从历史文化 

的角度分析《左传》 ，应更为合理与中肯，也能更接近 

其本意。 

在先秦文献中，梦的记载并不由《左传》始，现 

存最早的文字资料甲骨文中便存有数量众多的梦境事 

例，如“贞：王梦隹大甲?王梦不隹大甲?”(《乙编》 
3085)， “王梦不追咸?”(《乙编》3991)， “贞：王梦妇 

好不隹薛?”(《铁》一一三·四)， “贞：亚多鬼梦无 

疾?”(《前》四·一八·三)， “辛丑卜，争贞：王梦 

隹齿?” [4](3108) (《丙编》一〇〇)。据熊道麟统计， “现 

存卜辞占梦记录，共计二百一十六条辞条” 。 [5](466) 到 

了周朝，人们对于梦更加看重，甚至设有专门占梦之 

官。《周礼•春官•占梦》记载： “占梦，掌其岁时，观 

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 

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 

梦，六曰惧梦。 ” 郑玄、贾公彦注疏说： “正，谓无所 

感动而自梦；噩，惊愕也；思，觉时所思念也；寤， 

寐觉也， 谓如觉所见而实梦也……。 ” [1](807−808) 在郑玄、 

贾公彦看来，正梦为无所思欲也无外物相加的平安自 

然之梦，噩梦是因惊愕而做之梦，思梦是有所思念而 

做之梦，寤梦即醒时言及者之梦，喜梦即因喜悦而做 

之梦，惧梦即因恐惧而做之梦；占梦者根据梦象的吉 

凶，参照天地阴阳日月星辰的变化去预言国家、君主、 

臣民的吉凶。可见，占梦、记梦是巫史的重要职责。 

即使到了汉代，史官文化仍与卜筮密切相连。司 

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 

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 

优所畜， 流俗之所轻也。 ” 这同样说明史官与巫祝相近， 

除掌史之外，他们又兼司天地鬼神、司灾祥占卜等职。 

因而，对神怪梦异之类的事情的记载与解释原本就是 

史官职责的分内之事。梦，在古人看来是一种来自上 

天的神秘力量，是鬼神的示昭，是对善恶的奖惩，是 

凶吉祸福的预兆。梦既为上天之预兆与鬼神所驱使， 

那么，自然可以也必须通过占卜才能知晓其原委。正 

是由于梦境及阐释在当时社会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 

位，梦占、记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灾祥变异自然就 

成为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先秦史书中梦的记载 

的根本原因。因此，作为春秋历史重要载体的《左 

传》，其记梦特色极为鲜明，便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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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尽管占梦、记梦为我国早期历史书籍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但若说梦占在《左传》作者思想中占有重 

要地位，好像不能令人接受，目前学界有观点主张， 

至迟春秋以降史官已经独立。如尤学工先生认为，周 

代是史官文化的成熟期 [6](13−18) 。史官有了自己的独立 

地位后，他们的历史意识必然也在不断加强，注重人 

事应是史官意识之主流。按照这种看法，《左传》之梦 

境记载自然不免有些巫卜甚至猎奇因素。 

但是，要正确看待《左传》的梦占，有一点绝不 

能被忽视——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春秋以来 

的史官越来越注重人事，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巫卜完全 

分离；事实上，史巫之间仍存在着割不断的密切联系， 

有时，这种联系可能会密切到令人难以置信。因此， 

有人认为，直至东周，巫史仍密不可分。 刘师培在《古 

学出于史官论》一文中说： “三代之时，称天而治，天 

事人事相为表里。天人之学，史实司之。 ” [7](13) 也就是 

说，夏商周之时，史官肩负着“相为表里”的“天人 

之学” ，包括占梦在内的“天学”是史官的分内职责。 

台湾学者李宗侗明确指出： “史至东周时，其职务仍与 

巫祝难有所分。 ” [8](3) 李宗侗先生谈到东周时期巫与史 

关系密切之观点，无疑是有其道理的。《帛书·要》记 

载子贡问孔子： “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云： “我观 

其德义耳，我与史巫同途而殊归。 ”可见，即使春秋晚 

期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家孔子，也是把史与巫 

等同看待的。《左传》梦境记载，不少与事实相应验甚 

至毫厘不爽， 正是受这种传统观点影响的结果。 如 “声 

伯之梦” ： 

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 

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 

琼瑰盈吾怀乎! ”惧不敢占也。还自郑，壬申，至于狸 

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众繁而从余 

三年矣，无伤也。”言之，之莫而卒。 [9](899) 

这是发生在成公十七年的一件事情：声伯梦见在 

渡洹水时有人给了他“琼瑰”让他吃。 “琼瑰”就是美 

玉， 由于古人死后饭含,所以声伯怀疑是凶梦而不敢占 

卜，从郑国回来后，声伯又以为“琼瑰盈怀”指的是 

自己的从属众多,所以就进行了占卜,而声伯就在占卜 

的当晚死去。梦对于现实的预言作用在这里简直无可 

怀疑。类似的例子在《左传》中还有许多，例如“韩 

厥梦子舆” ：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 “旦辟左右。 ”故中御而从齐 

侯。邴夏曰： “射其御者，君子也。 ”公曰： “谓之君子 

而射之，非礼也。 ”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 

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 “请寓乘。 ”从左右， 

皆肘之，使立于后。 [9](793) 

这是在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时,晋大臣韩厥梦见 

父亲子舆的一个梦。按当时的惯例，作战时，作为主 

将的韩厥本来是应该站在车的左边，但是，由于受到 

梦中父亲的“告诫” ，第二天打仗时,韩厥就站在了车 

的中间自己驾车追赶齐侯，结果与他同车站在两边的 

人都被射中，而韩厥安然无恙。所以，当失去了自己 

战车的綦毋张请求上韩厥的车时,韩厥为了安全不让 

他处在战车的两边,而是让他站在自己的身后。 这个事 

例中，梦的应验同样准确。 “晋侯梦厉鬼”之事更是神 

乎其神：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 “杀余孙， 

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 

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 

“何如？”曰： “不食新矣。 ”公疾病，求医于秦。秦 

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 “彼，良 

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 “居肓之上，膏之 

下，若我何？”医至，曰： “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 

膏之下， 攻之不可， 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 ” 

公曰： “良医也。 ”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 

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 

将食，张，如厕，陷而卒。 [9](849−850) 

这件事发生在成公十年。从内容上看，这是一个 

涉及复仇的梦境记载——此前，赵同、赵括被晋侯所 

枉杀，于是，赵同、赵括的爷爷向上帝请命，索取晋 

侯的性命；晋侯之所以亡命，是因为“不义”所致， 

故晋侯“不食新” 。从情节上看， “二竖子”的巧妙应 

对，良医的束手无策以及桑田巫对晋侯应时而亡的准 

确预测，构成了趣味横生的故事链条，使事件显得离 

奇曲折。从人物塑造方面看， “二竖子”的机智，良医 

的高明，晋侯的反复无常，均栩栩如生。虽然具有如 

此高超的文学技巧，但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此，在史官 

眼中，关涉人物生死、王位兴替的重大事情往往有占 

释的神秘色彩，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在作 

者的思想意识中，梦占占据着重要位置。 

另外，统治者对巫卜梦占极为重视，妖言惑众要 

被处于极刑，因而，无论巫卜梦占过程本身还是对其 

过程的记载，他们的态度应是极为严肃的。《礼记·王 

制》 规定：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 杀。 ” 《墨子· 号 

令》也记载： “望气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 

必敬神之。巫、祝、史与望气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请 

上报守，守独知其请而已。无与望气，妄为不善言， 

惊恐民，断勿赦。 ”可见，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准确应 

验之梦，在《左传》中都不是猎奇、不是杜撰；作者 

真实意图在于借助这些梦的记述、 解释及其灵验的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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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经验”告诫人们——梦是一种准确的预言，梦代表 

着上天意志，可以决定人事和国家兴衰。 

总之，历史是在继承之中前进的，它的前进不会 

抛开历史的积淀；史官与占释由来已久的天然联系是 

《左传》梦境记叙与记载数量多、行文细、情况复杂 

的根本原因。 

二 

《左传》记梦是复杂的，除了准确无误的应验事 

例外，《左传》还记述了不少没有应验或不遵梦示的事 

例。对于这些没有应验或不遵梦示的事例记载，简单 

地讲，似乎可以概括为《左传》实录精神的体现。但 

是，仔细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隐藏在史料背后的作者的思想意识与思维方式，才是 

决定梦境材料取舍的根本原因。例如“婴梦天使” ： 
(晋赵婴通于赵庄姬)原、屏放诸齐。婴曰： “我在， 

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且人各有能、有 

不能，舍我，何害？”弗听。婴梦天使谓已： “祭余， 

余福女。 ”使问诸士贞伯，贞伯曰： “不识也。 ”既而告 

其人曰： “神福仁而祸淫。淫而无罚，福也。祭，其得 

之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9](821−822) 

成公五年,赵婴梦见天使对自己说： “祭余,余福 

女。 ”他按照神的梦示而祭祀天使,却依然第二天就被 

放逐。此处神的昭示失去了它威严的神秘色彩。在这 

里赵婴的非德行为与天使的神通能力之间出现了直接 

的交锋,其结果是神的威力也避免不了赵婴最终受到 

惩罚。根据《周礼》对梦的分类看，这原属一个吉梦, 

但由于赵婴与其侄媳赵庄姬私通,品德败坏,虽然做了 

好梦,却依然于事无补。 其根本原因是 “神福仁而祸淫。 

淫而无罚,福也。 祭,得其亡乎?”这里作者并不掩饰神 

的尴尬地位，反而以注重人事的态度客观叙述，表现 

了作者的变通思想。 

再如“昭公适楚” 。这里，梦境更是失去了它的神 

秘性，甚至梦境究竟何兆，也变得模糊不清： 

公将往，梦襄公祖。梓慎曰： “君不果行。襄公之 

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 ”子 

服惠伯曰： “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 

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 

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 

不能答郊劳。 [9](1286−1287) 

昭公七年， 鲁昭公将往楚国,梦见襄公。在根据这 

个梦来判断昭公该不该出行时,梓慎与子服惠伯出现 

了意见分歧。最后昭公听从了子服惠伯的解释。就整 

个事件的前后经过来看，鲁昭王去了楚国并没有发生 

什么危害，但整个过程又不太顺利——在郑“不能相 

仪”,在楚不能“答郊劳” 。对同一个梦做出了完全相 

反的解释,而并没有一种解释完全与后来的事实相一 

致。 

因此，单纯从梦占卜筮观念这一角度看待《左传》 

梦境，显然有失偏颇。可是，我们又不能因为这些没 

有应验与不遵梦示的事例而否认《左传》作者的占筮 

意识。要正确看待这一复杂甚至矛盾现象，就不能不 

注意当时在思想观念上极具指导作用又为史官掌握的 

《周易》。 

《周易》的变通思想对春秋战国的史官的作用极 

为重要。易，历来有变易、不易和简易之解说，而以 

变易为中心。这是用变通的观点说明社会变动、历史 

兴亡的必然。总之，变通是贯穿《周易》的指导思想。 

《周易》最初是用作卜筮的书，又为史官掌握与 

收藏。朱熹说： “ 《易》本为卜筮而作。……《易》本 

卜筮之书。 ” 《左传》记载，鲁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 

到鲁国， “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 。 

可见，史官精通《周易》是其职责需要，而史官的职 

掌又为其精通《周易》提供了方便。更为重要的是， 

春秋史官担任着相当重要的职责，许兆昌先生认为， 

史官有记事、宣命、占筮、祭祀、禳灾、编史等  39 
项职事， [10](99−103) 其历史使命与现实责任要求他们不仅 

要掌握足够的历史知识，还要贯通古今，通晓历史的 

发展、变化及事物之间的联系，以便以史为鉴，有补 

于时。因此，吴怀祺先生说： “中国史学还处在童年时 

期，就和易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受到《周易》的影 

响。 ” [11](14) 再者，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变革 

的时代，客观上也要求史官看待问题必须具有通变思 

想。《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 

赵简子问于史墨： “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候 

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 “……天 

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 

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 

其谁衿之?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 

诗曰：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三后之姓于今为庶， 

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 

也……” [9](1519−1520) 

这里史墨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论述江山易主、君 

臣易位这一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并引用《诗经》的 

诗句和《周易》的卦象来论证这种变化的合理性。这 

段议论代表了春秋战国史官的通变思想。因此，即使 

对于那些没有应验的梦境，作者并没有掩饰或隐瞒它 

们的存在，而是尽力从礼与人道的角度去解释。这从 

侧面也说明了史官观念由巫史到史官的历史转化过 

程。 

受《周易》变通思想影响的另一直接结果就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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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的注重。由“尊神”到“重人” ，人，越来越成为 

社会的主导，正如何新文先生所说“在这一切变化中， 

人的变化，亦即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价值和作 

用的被认识，是最显著、最引人注目的” 。 [12](273) 在这 

种变通思想影响下，《左传》梦境记载自然就打破了神 

秘神圣的一统局面，而具有了人事的特色。例如“宁 

武子谏祭相” ： 

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 

梦康叔曰： “相夺予享。 ”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 

鄫 “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 何事？相之不享 

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 

请改祀命。 [9](487) 

在僖公三十一年,卫成公梦见康叔(卫成公的祖先) 

对他说： “相夺予享。 ”于是卫成公就让人祭祀相，但 

是遭到了宁武子的反对，最后事情不了了之。对于这 

一事件，明代傅逊有精辟论断，他在《春秋左传属事》 

中就此事赞叹宁武子道： “武子之忠一也……且文公时 

卫亦多故矣，武子安能养晦以自逸也。鲁史载诸国事 

多略，遂不少概见。惜哉噫！其论相祀尤能据正守礼 

而不媚神于邪矣！ ” [13](823) “据正守礼”是傅逊对宁武 

子通晓礼仪的肯定与赞扬， “不媚于神”表明了以宁武 

子为代表的春秋知识分子开始了从天命到人事的思想 

转化。《左传》的客观记述，同样也表明了《左传》作 

者的注重人事的思想倾向。 上文提到的 “ 赵婴梦天使” 

同样具有人事因素。 “结草报恩”更是纯粹关乎人事的 

一个梦境记载：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 

嫁是。 ”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 
“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 ”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 

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 

尔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 

报。 ” [9](764) 

宣公十五年记载，秦晋在辅氏交战之时，一老人 

用结草的方式将秦国大力士杜回绊倒，魏颗因此俘获 

了杜回。晚上，魏颗做的一个梦揭示了这一离奇事 

件——原来魏颗曾经违背父命自作主张嫁了魏武子的 

小妾而没有将她殉葬。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上天神秘意 

志的梦境， 在这个梦的记载中， 人的行为成为了主宰。 

魏颗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事的胜利。 

对于这些梦境，作者没有因为它们无法验证就刻 

意回避， 相反，《左传》 是以史家的变通思想客观看待、 

阐释它的。正是具有了这种变通思想，《左传》记梦才 

显得如此复杂，如此灵活，也如此客观。 

三 

要全面分析《左传》的梦境描写，还要注意《左 

传》受礼的观念的影响。周代史官与周礼之间有着密 

切的关系。 周代史官汇天下学术于一身,他们不仅参与 

了周礼的制作,还是周礼的管理者和执行者。此外,他 

们还通过特殊的“书法”方式捍卫周礼。《左传》特别 

注重“礼”的原因也在于此，上自祭祀、战争，下至 

言语、服饰等等，无不突显礼的特征。据统计，整部 

《左传》讲到“礼”字共 462次，礼成为社会生活最 

有权威的制约因素。《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晏 

子与齐侯谈话时说到：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 

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 

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 

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 

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 [9](1480) 

礼要求作为君主发布命令要不违背道理；作为臣 

子要恭敬，不怀异心；作为父亲要慈爱；作为子女要 

孝顺。只要有了礼的存在，社会就会和谐，家庭就会 

美满。礼在整个社会、家庭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失去了礼， 社会就会混乱、 败亡。 例如，《左传· 僖 

公十一年》记载，周天子派内史过到晋国赐命，晋惠 

公受玉时表现得不够恭敬，内史过回去向周天子报告 

说:“晋侯其无后乎! 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 

也已，其何继之有? 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 

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半 

年以后，晋惠公果然死去。内史过的预言之所以应验， 

是因为他从这小节中看出了大问题——“礼不行，则 

上下昏,何以长世” 。 

无论《左传》中记载的应验性的梦境还是没有应 

验的梦境，甚至以梦为借口实现个人私利之事，大多 

都贯穿着一个“礼”的主题。好多无法解释的梦境， 

从礼的角度分析，就能找到合理的答案。如僖公四年， 

骊姬为了立自己的亲生儿子为嗣君， 欲陷害太子申生， 

《左传·僖公四年》记载： 

姬谓大子曰： “君梦齐姜，必速祭之！ ”大子祭于 

寘 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 诸宫六日，公至，毒而 

献之。 [9](296−297) 

骊姬为陷害太子以“君梦齐姜”为幌子，诱使太 

子祭献母亲，归胙于献公。如此一来，骊姬乘机下毒 

陷害申生。这显然不是一个真实的梦，但它与梦密切 

相关，更与礼密不可分。 这里梦成了骊姬杀人的工具， 

骊姬的行为从内在而言是其私欲使然，从外在看是失 

去了礼的约束的结果。又如，《左传·襄公十八年》记 

载： 

秋，齐侯伐我北鄙。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 

讼，弗胜。公以戈击之，首坠于前，跪而戴之，奉之 

以走，见梗阳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 

巫曰： “今兹主必死。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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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许诺。 [9](1035−1036) 

这样一个梦看起来不可思议，其实，对它的记载 

正体现了《左传》重礼的特色——晋伐齐，引起了荀 

偃多年来挥之不去的心病。成公十八年，晋厉公被荀 

偃派人所杀，虽时过已久，但“弑君”的不仁一直是 

他的一块心病。 于是梦中就发生了与厉公争执的情节， 

并被厉公戈击“首坠于前” ，捧着脑袋跪走。从中可以 

窥知荀偃做出“弑君”这样僭礼的行为是此梦的根源， 

一年以后他的死自然是对他这种越礼行为的惩罚。僖 

公二十八年记载的 “子玉梦河神” 更是由于子玉对 “神” 

和“国家”的双重无礼招致了自己的身亡： 

初, 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 未之服也。先战, 梦 

河神谓己曰： “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 ”弗致也。大 

心与子西使荣黄谏, 弗听。荣季曰： “死而利国，犹或 

为之, 况琼玉乎? 是粪土也。 而可以济师, 将何爱焉?” 

弗听。 [9](467−468) 

在晋楚城濮之战前,楚国令尹子玉梦见河神要子 

玉把自己的琼弁和玉缨送给河神,子玉没有照办， 后来 

子玉果然战死。在这里，神对于子玉违反自己意愿的 

惩罚已变得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子玉对国家利益的态 

度。 按照时人的看法,子玉无论如何都应该把琼弁和玉 

缨献给河神，如荣季所说： “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 

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但子玉舍 

不得自己的琼弁和玉缨，所以当时人们就说： “非神败 

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 ” 军事上的失败不仅仅 

有神的因素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子玉自身对于国家 

的“无礼”造成的。 

《左传》梦境记载数量多、情况复杂，其原因是 

多方面的，除了本文分析的因素之外，《左传》作者也 

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左丘明还是他人？是一个 

人还是经过不同作者之手？这些显然都会影响到《左 

传》记梦的特色。囿于材料所限，关于《左传》作者 

至今仍争论不休，慎重起见，本文没有谈及。有一点 

可以肯定，即《左传》的梦境记载是巫史文化交错时 

代的必然结果，它的记述方式及特色与史官文化、史 

官意识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  (清)阮元. 十三经注疏[M]. 中华书局, 1980. 

[2]  (宋)王应麟. 困学纪闻[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3]  (清)冯李骅、陆浩评点. 左绣[M]. 清康熙善成堂刊本. 

[4]  于省吾. 甲骨文字诂林[M]. 中华书局, 1996. 

[5]  熊道麟. 先秦梦文化探微[M]. 学海出版社, 2004. 

[6]  尤学工. 先秦史官与史学[J]. 史学史研究, 2001(4): 13−18. 

[7]  刘师培. 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8]  李宗侗. 中国史学史[M].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4. 

[9]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0]  许兆昌 .  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2006. 

[11]  吴怀琪. 说《周易》的变通史学思想[J]. 史学史研究, 1987(3): 

14. 

[12]  何新文. 人的发现与文的新变——春秋时代文学艺术略论[J]. 

社会科学战线, 1990(1): 273. 

[13]  (明)傅逊. 春秋左传属事[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湾商 

务印书馆, 1986, 第 169册. 

On historiographer culture characteristic of 
dreamland depicture in Zuozhuan 

XIA Jixian 

(Literature Faculty of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To describe the dreamland 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for zuozhuan among works of literature in Qin dynasty. 
The characteristic of recording dreamland in zuozhuan was subject to the sorcery history culture then, because it’s the 
main  duty  for  historiographer  to  divine  by  interpreting  dreams  and  to  record  them. Meanwhile,  the  accommodation 
thought  in  Zouyi  influenced  the  historiographer  so  deeply  that  it  could  alter  the  mystery  of  dreams,  and  took  the 
objective, reality­facing perspective  to treat  significant historical changes.  It’s the accommodation thought  that makes 
the description of dream in zuozhuan so complex, flexible and objective. In addition, historiographers in Zhou dynasty 
are not only the founders, but also the managers and the executive officers of the li. To safeguard li in a special way, the 
doctrine of recording, was their duties. So the recording of dreamland in zuozhuan was also affected and branded by li. 
Key Words: zuozhuan; dreamland; historiographer culture; Zouy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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